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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万隆会议对现代中非关系的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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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所，上海 200241 )

摘 要: 60 年前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不仅为现代国际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更是在

中非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实现了中国与非洲国家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晤，打开了中

国对非外交的新局面; 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在“和平共处”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基

础上，开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万隆会议所确立的万隆精神对当今的中非关系仍

然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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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 60 周年。1955 年 4 月 18 ～ 24 日，亚洲和非洲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0
名代表齐聚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史称万隆会议。这次会议是历史上第

一次 “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

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①被后人誉为 “首次被发展中国家宣布进行南南

合作的会议”②，其意义不仅体现于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新中国对外关系史

上更是意义深远，由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通过此次会议，在非洲大陆

打开了外交新局面。

一、实现了中非国家间领导人的会面，打开了对非外交的新局面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迄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但是，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因路途遥

远，且受到非洲各国自身发展和中非双方同遭外部殖民入侵的影响，中非关系在政治、经贸和文化

往来等方面一直缺少深层次的发展，未出现国家领导人的互访和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经贸往来

也缺少持续性，贸易规模小，教育与文化合作仅限于同埃及等个别国家。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到 1955 年间，中非双方的交往也主要是民间层面。真正开创现代中非关系的是万隆会

议，在一周的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通过与非洲参会国代表的沟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

面为现代中非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实现了中非国家间领导人的首次会面，也奠定了日后

中非关系中一个突出的现象———首脑外交。
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非洲大陆取得独立的国家有埃及、埃塞俄比亚 ( 时称阿比西尼亚) 、

利比里亚、利比亚和南非等 5 国，但派出政府首脑出席会议的只有埃及一国，埃塞俄比亚、利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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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和利比亚派了代表，南非当时是在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之下，出席会议的是 3 名观察员。此

外，处于自治状态下的苏丹和黄金海岸 ( 1957 年独立后改名为加纳) 也派了代表团出席，其中苏

丹由自治政府总理伊斯梅尔·阿扎里亲自带队。对这 6 个派出正式代表的非洲国家，在 1955 年 4 月

4 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 ( 草案) 》中，埃及、苏丹、黄金海岸被划为乙类

“接近和平中立国家”，利比亚、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被划为丙类 “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

都属于需要争取和影响的国家，其中埃及被列入需重点工作的三个国家之一 ( 另外两个是锡兰和日

本) ，争取“建交或建立事务关系 ( 例如互设商业机构) ”。① 这个方案在第二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根据此方案，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出席会议的非洲国家代表，尤

其是埃及和苏丹的代表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周恩来总理先后与埃及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的纳赛尔②

和苏丹自治政府总理伊斯梅尔·阿扎里举行了会谈。
周恩来总理与纳赛尔总理的首次会面是在 1955 年 4 月 15 日下午缅甸的仰光机场，当时周恩来

总理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人一起去机场迎接从埃及乘专机来的纳赛尔总理。当天晚

上，周恩来与纳赛尔举行了大约一小时的初次会谈。第二天一早，双方分别乘专机前往印尼的万

隆。4 月 22 日晚上 11 点，周恩来总理在万隆市郊寓所的达曼·沙里十号别墅，专门设宴招待了埃

及总理纳赛尔一行，中埃两国领导人就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中国代表团并向埃及

代表团成员、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尔和开罗大学教授卡迈尔发出访华邀请。③

此外，在会议东道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主持的几次正式宴会中，周恩来还特意邀请纳赛尔

同桌进餐，就一些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当周恩来总理询问中东局势时，纳赛尔总理在介绍了中东地

区的基本情况后，表示埃及正面临以色列的威胁，他们急需武器，而西方列强不肯供给，想借此迫

使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屈从他们的要求，即在当时的冷战中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一边。纳

赛尔总理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总理是否能出售武器给埃及。周恩来表示，中国自己的武器也依靠苏

联提供，所以没有多余的可以出售，建议他直接向苏联要求武器，并答应把这件事转告莫斯科。结

果，埃及代表团从万隆回国后没几天，苏联驻开罗大使丹尼尔·索洛特就告诉埃及政府，中国已经

把埃及的要求转告了苏联政府，苏联乐意提供任何数量的武器，包括现代化的坦克和飞机，并表示

愿意帮助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④ 因此，万隆会议对于埃及对外关系而言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埃

及开始加速疏远西方国家，积极发展与中国、苏联及一大批持“中立主义”态度的亚非国家，由此

产生了纳赛尔的“积极中立主义”的理论，推动亚非人民团结运动。1957 年 12 月至次年 1 月，第

1 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埃及召开。会后成立了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总部设

在开罗。该组织曾为亚非人民的团结反殖斗争作过积极的贡献。
中国代表团重视与埃及代表团的接触也便利了万隆会议的顺利召开。在会议开幕当天，纳赛尔

首先建议选举持和平中立立场的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周恩来予以

附议。⑤ 这个建议在当时参会人员十分复杂的情况下由埃及提出，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者，像 “接

近反对和平中立”的约旦和“反对和平中立”的菲律宾都表示附议这个建议。这对开好万隆会议提

供了保证。另外，被写进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的 “十项原则”的起草委员会主席就是纳赛尔。
参与起草这份宣言的周恩来评价说: “亚非会议宣言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这十项原则又一次替愿意和平相处的国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外交部档案: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 ( 草案) ，档案号 207 － 0004 － 01，1955 年 4 月 4 日。
1956 年 6 月埃及颁布宪法，通过公民选举，纳赛尔当选总统并兼任总理。
李慎之: 《人民的心同亚非会议在一起———亚非会议日记》，《人民日报》，1955 年 6 月 1 日。
［英］ 安东尼·纳丁著，范语译: 《纳赛尔》，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49 － 150 页。
《亚非会议在万隆开幕》，《人民日报》，1955 年 4 月 19 日。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5 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人民日报》，1955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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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会议后中埃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纳赛尔后来宣称，万隆会议为加强埃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万隆会议的召开已经是并且永远是光荣的人道主义的事件，是亚非两洲

命运的转折点，对埃及和中国来说是普遍的幸福和光辉灿烂的未来的开端”。① 1955 年 5 月 15 日，

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尔和开罗大学教授卡迈尔率团来北京访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

亲切接见，这是中国政府接待的来自非洲国家的第一个部长级代表团。《人民日报》在 6 月 2 日为

此发表了“促进中埃友好合作的重要步骤”的社论，指出: “中埃双方对贸易和文化合作的会谈，

正是中埃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促进亚非会议的决议和宣言的实现所做的共同努力。———同时我们热诚

地希望中埃两国经济和文化的合作能够尽速实现，这对于发展中埃两国友谊，保卫亚非地区和全世

界的和平，都将是十分有利的。”②

埃及政府在万隆会议后不久曾向阿拉伯联盟秘书处提出了一项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动

议，它虽然没有被通过，但在阿拉伯国家中引起很大反响。仅仅相隔一年，1956 年 5 月 16 日，埃

及政府内阁就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断绝同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官方联

系。5 月 30 日，中埃两国正式建交，埃及成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非洲国家，为中国同其

他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开了历史之先河，实现了中国出席万隆会议的一个重点工作目标。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还与苏丹自治政府总理伊斯梅尔·阿扎里结下了友谊。阿扎里是

苏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政治家，1954 年 1 月苏丹自治政府成立后任总理。1956 年 1 月 1 日，

苏丹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后，周恩来在 6 月 4 日致电阿扎里总理③，称: “根据中国人民的意愿，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承认苏丹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同时表示中国政府同贵国政府进入外交关系的

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丹在亚非会议期间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将日益发

展。”④ 1959 年 2 月 4 日，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苏丹继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之后成为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第四个非洲国家。两国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结下的深厚友谊为中苏两国持续

至今的友好关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到 1960 年，中国已先后同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
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等 8 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此外，中国对非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在万隆会议上通过周恩来的大会发言和参与起草的大会决

议已初步体现。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非洲大陆的民族独立运动由北向南蓬勃开展。万隆会议召开时，独立的

非洲国家只有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利比亚、南非和埃及 5 国，但在北非法国殖民地及撒哈拉以

南非洲的许多地区都开始了的反殖独立斗争。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发言中表示: “反对种族歧视，

要求基本人权，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是觉醒

了的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要求。”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完全同情和充分支持阿尔及利亚、摩

洛哥、突尼斯人民为自决和独立的斗争，”支持埃及人民为收复苏伊士运河地区的主权的斗争，反

对南非联邦政府实施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迫害，主张所有附属国人民都应该享有民族自决的权

利，各族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都应该享有基本人权，而不应该受到任何虐待和歧视。⑤ 这是中国政

府首次在大型国际会议上全面阐述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定支持政策。此后，直到 90 年代初非

洲最后一块殖民地———纳米比亚的独立，支持非洲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统治，成为中国对非的基本政策之一。
在中国与其他与会国家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万隆会议在 4 月 24 日通过了《最后公报》，在和平

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新华社: 《巴库尔离北京前曾发表广播演说》，《人民日报》，1955 年 6 月 3 日。
《促进中埃友好合作的重要步骤》，《人民日报》，1955 年 6 月 2 日。
1956 年 6 月，阿扎里辞去总理职务。1964 － 1969 年任国家总统。
《周总理致电苏丹总理阿扎里，代表我国政府宣布承认苏丹共和国》，《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5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6 －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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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著名十项原则也成为中国政府发展中非关系的基本原则，如尊重

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不干预或干涉他国

内政; 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

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

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

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促进相互的利益

和合作等。①

二、有助于相互了解，消除敌对势力对华的恶意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参加万隆会议

的 29 个国家中，只有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和阿富汗同中国有外交关系，其

余 22 个国家多数还同台湾国民党当局有 “外交关系”，在政治上受西方国家的影响或控制。当时，

非洲国家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国家的报章杂志上了解中国，得到的常常是歪曲的、错误的信息。
为打破这种状况，中国代表团在筹备参加此次会议时，拟定的参会任务是: ( 1) 发扬和平共处

的五项原则，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扩大和平地区，反对制造战争集团，和缓国际紧张局

势。( 2) 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 ( 3 ) 发展正常

贸易及经济合作，加强与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4) 争取与若干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②

事实证明，万隆会议为中非间面对面的了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

同与会的非洲 6 个国家的代表团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使双方都有初步的了解，为后来进一步发展双

边关系打下了基础。通过万隆会议，非洲民众对中国有了更多新的认识。没有参加万隆会议的突尼

斯总理布尔吉巴后来告诉周恩来: “万隆会议以来，突尼斯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个会议很重要，引

起了希望”。③

中国和非洲各国人民在近代都遭受过外来殖民者的入侵和奴役，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

国家独立与和平、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双方有共同的愿望和要求，这是现代中国与非洲大

陆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但是，由于某些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宗教政策一

直带有敌意的错误宣传的影响，非洲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普遍缺乏真正的了解，甚至不敢发展同中

国的关系。为此，在 1955 年 1 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起草的 “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

案”中，专门提到在代表团的成员中要 “有一位伊斯兰教领袖参加”，在新闻宣传方面，“在会前，

加强对亚非会议的宣传工作，准备在会议期间及时报道新闻及在必要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准备携

带电影、书刊、展览品、礼品，以扩大影响”。在宗教方面，“由于与会各国中有不少是伊斯兰教国

家，我应针对这一特点确定宣传原则，并准备我宗教信仰自由的材料，便于进行活动”。④

周恩来总理在大会发言中反复宣传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指出双方存在的共同点，认为 “从解除

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

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总理在会上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可以通过 “求同

存异”发展双边关系的思想，得到非洲国家和其他参会各国代表的广泛赞扬，挫败了帝国主义者试

图利用新独立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同，挑拨亚非国家之间关系的阴谋。这个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发展同

①

②

③

④

《人民日报》，1955 年 4 月 25 日。
中国外交部档案: “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 ( 亚洲司) ”，档案号 207 － 0004 － 03，1955 年 1 月 16 日。
“周恩来同突尼斯总理布尔吉巴会谈记录”，1964 年 1 月 9 日。转引自: 廖心文: 《开启和发展中非关系的两个里程碑———

兼谈周恩来的历史贡献》，《党的文献》，2013 年第 2 期。
中国外交部档案: “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 ( 亚洲司) ”，档案号 207 － 0004 － 03，1955 年 1 月 16 日。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28

非洲及世界其他国家外交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①

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宗教政策和宗教状况的污蔑，周恩来在发言中明确声称: “宗教信仰自由

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

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 7 百万共

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

有虔诚的阿訇。”② 中国代表团成员、也是周恩来的顾问阿訇达浦生③多次与埃及、苏丹、利比亚等

非洲伊斯兰教国家的代表团成员座谈，驳斥共产党中国“到处毁坏清真寺和教堂”、“焚烧古兰经和

圣经”等谬论，宣传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并邀请他们随时访问中国。
正是在此背景下，一个月后埃及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尔才率团访华。巴库尔部长在访华期间，

曾在北京、广州等地参观了中国穆斯林居住区和清真寺，受到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回民文化

协进会的热情接待，收到了在中国发行的 《古兰经》和 “北京穆斯林生活”电影胶片等礼品，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状况。他在回到埃及后告诉国家领导人纳赛尔，中国并没有发生西

方宣传所说的事，清真寺和教堂都保存完好。他在同年 8 月又邀请了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访问埃及。
在开罗期间，朝觐团团员们受到了埃及总理纳赛尔的接见。

与此同时，在万隆会议期间及稍后几年里，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媒体也借助万隆会议

这股热浪，开始频繁出现有关非洲的报道，如 “非洲人民反对殖民统治”、 “非洲人民觉醒了”、
“西方殖民国家对亚非人民的侵略”、“南非人民的勇敢行动”等，使中国人民了解了非洲的历史和

现状。万隆会议后，中国政府也加强了对非洲情况的研究。根据 1955 年 7 月，外交部向中央提出

的《亚非会议后加强对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意见草案》④，建议要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内外政治动向

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并应选择若干在国际政治中长期悬而未决和经常出现的亚非问题，加以研究。
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对非洲朋友说: “我们对非洲的知识太缺乏了，需要好好

研究。”为此，他建议: “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 “我们

对于非洲的历史、地理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简单明了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

百页就好。可以请非洲朋友帮助，在一二年内就出书。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

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了。”⑤ 正是在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

的具体指导下，我国开始了真正的非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于 1962 年编辑出版了第一本介绍非

洲情况的入门书——— 《非洲手册 ( 概况部分) 》。

三、直接推动了中非间的经贸和文化往来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中国和非洲大陆的贸易规模很小，主要是通过间接贸易向埃及等少数国

家地出口绿茶等物品，年贸易额只有 1214 万美元。⑥ 双方的文化往来也很少。为改变这种状况，在

中国外交部准备的“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和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中，把 “发展

正常贸易及经济合作，加强与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列为会议任务之一，⑦ 明确提出: “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开展贸易，发展技术和经济合作，以促进和巩固有关各国的和平和独立的经济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沐涛: 《万隆会议与现代中非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历史教学问题》，1996 年第 5 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3 页。
当代杰出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辛亥革命以来我国回族穆斯林中享有盛名的四大阿訇之一。1965 年 6 月，在北京归

真，享年 97 岁。
中国外交部档案: “亚非会议后加强和开展对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意见草案”，档案号 107—00065 ( 1 ) 卷，1955 年 7 月

12 日。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65 页。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 《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 页。
中国外交部档案: “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 ( 亚洲司) ”，档案号 207 － 0004 － 03，1955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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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方面，“主张在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各国间的文化交流”。①

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同埃及工商部部长穆罕默德·阿卜·
努赛尔举行了会谈，商讨如何加速发展两国间的经贸往来问题。万隆会议结束后，努赛尔在开罗对

《共和国报》记者说，中埃两国代表团在万隆就加强两国经济合作问题举行的会谈具有重大意义，

“埃及和中国之间建立广泛的贸易关系是对埃及有利的”。② 同年 5 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尔访

华时，他代表埃及政府同叶季壮就增进中埃两国经贸关系又举行了会谈，确定了在埃及举办中国产

品展览会、中国购买埃及棉花等事项。1955 年 7 月，在开罗的埃及工商部大厅举办了非洲大陆有史

以来第一个中国产品展览会。同年 8 月 10 日，埃及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卜·努赛尔率领一个由

10 人组成的贸易代表团访华，这是埃及政府派往中国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也是从非洲大陆来华的

第一个贸易代表团。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广州、北京、沈阳、鞍山、上海和杭州等地的工厂企业，在

北京期间，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8 月 22 日，双方签订了 《中埃贸易协定》和 《中埃两国

贸易协定第一个协定年度的议定书》，规定“在本协定有效期间，双方在每协定年度终了的三个月

前商定下一年度的贸易额”。在第一个协定年度内埃及从中国进口钢材 6 万吨，中国从埃及进口棉

花 4. 5 万包，贸易总额为 2000 万英镑。③ 当时，埃及各大报纸对该协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开罗

报》发表社论说，中国进出口公司 8 月初在开罗签订的购买棉花合同，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已经摆脱

了外国的影响，埃及政府正在采取一种独立的棉花政策，“它也意味着，非洲和亚洲各国彼此之间

已经更加团结和更加合作了。这笔交易也将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④

1956 年 3 月，中国也向埃及派出了第一个贸易访问团，由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率领。在埃及

期间，访问团拜会了埃及总理纳赛尔，先后同埃及工商部、财政和经济部、宗教事务部等部门举行

了会谈。4 月 4 日，应苏丹政府的邀请，叶季壮率领中国贸易访问团部分成员又从埃及前往苏丹共

和国访问，先后同苏丹总理阿扎里、工商供应部长穆弗蒂和财政部长艾哈迈德等举行了会议，双方

表示愿意根据万隆会议关于经济合作的决议，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关系。⑤

除埃及、苏丹北非地区外，万隆会议后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很快扩展到撒哈拉以南的黑

非洲地区，如加纳、几内亚、南非联邦等国贸易规模也发展迅速，到 1960 年中国与非洲的进出口

贸易总额已达 11 057 万美元，比万隆会议召开前增加了近 10 倍，仅在 1957 年中埃的贸易额就达

1200 万英镑。⑥

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与埃及、苏丹等非洲国家代表团就加强双方的文化合作进行了

交流。1955 年 5 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尔率团访华时，就先后同中国文化部、高等教育部、科

学院等部门的负责人举行了会谈，签订了“两国文化会谈纪要”，对中埃两国未来的文化交流达成

一些初步协议。根据协议，1955 年底，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应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的邀请访

华。第二年 1 月，中国向埃及派遣了新中国首批留学非洲，同时也是首批留学阿拉伯国家的学生，

他们在开罗大学、爱资哈尔大学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同时，中国还向这些学校派遣了中文

教师，在非洲大陆首次开设汉语课程。
1956 年 2 月，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外交部档案: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档案号 207 － 0004 － 01，1955 年 4 月 5 日。
转引自: 《埃及工商部长谈中埃经济合作问题》，《人民日报》，1955 年 5 月 6 日。
《中埃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发展》、《中埃两国发表贸易谈判公报》，《人民日报》，1955 年 8 月 26 日; 《中埃贸易协定和第

一个协定年度议定书》，《人民日报》，1955 年 10 月 15 日。
《开罗报》 ( 埃及) ，1955 年 8 月 9 日。转引自《埃及报纸对我国购买埃及棉花表示欢迎》，《人民日报》，1955 年 8 月 13

日。
艾周昌、沐涛: 《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8 页。
Bruce D. Larkin，China and Africa 1949 － 197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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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汉的率领下访问了埃及。埃及总统纳赛尔亲自接见了代表团，并于 3 月 12 日观看了在开罗的最

后一次公演，对代表团的到访和演出给予高度赞扬，称: “我非常钦佩你们的艺术保持着自己的民

族风格和丰富的东方色彩。”“访问肯定会有助于中埃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之

间的友谊”。① 在埃及期间，鲍尔汉还代表中国政府与埃及教育部长侯赛尼于 4 月 15 日在开罗签订

了《中埃文化合作协定》。这是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在协定的一开始便

表明这是“为贯彻 1955 年亚非会议所赞助的文化合作的精神，发展两国间的文化关系和在文化事

业上的合作，从而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团结和文化生活的繁”，在 1955 年 5 月签订的两

国文化合作会谈纪要的基础上签订本协定。正文虽然只有 12 条，但涵盖了从文化、科研和医疗卫

生机构的合作，到科学家、教师、学生、新闻与文艺工作者和医疗卫生人员的交流互访，以及互办

展览、演出等。② 该代表团随后又访问了苏丹和埃塞俄比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访问非洲的大

型文艺团体，将万隆会议的硕果播撒到非洲民众的心间。
今天距万隆会议召开已过去 60 年。现在，中国与非洲大陆的友好关系已举世瞩目，中国与非洲建

交的国家已接近 50 个，双方在 2014 年的贸易总额达到了 2218. 8 亿美元，③ 各种交流活动更是连绵不

断。这一切与中非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当年在万隆会议上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各

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而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崇高思想，至今对发展中非

关系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正是由于 60 年前万隆会议的召开， “南南合作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政

策”，④ 才促进了新中国与非洲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了双方在政治、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合

作，奠定了当今中非关系的基本格局。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万隆会议召开 60 周年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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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Bandung Conference on Modern Sino － African Ｒelations

MU Tao

( 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Abstract: Sixty years ago，Asia and Africa Conference was held in Bandung，Indonesia，it not only opened
a new page for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ut also has the epoch － making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Sino － African relations. It implemented the first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of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began the China’ s new situation for Africa diplomatic; enhanced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be-
tween the two sides in“peaceful coexistence”and opposition to colonialism，to carry out the political，eco-
nomic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 Bandung spirits still hav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Sino － African Ｒ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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